
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间的关系

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间的关系

乔治忠

【提要】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在学科结构中属于同一个二级专业，这其中反映了二者具有紧密的

内在联系。探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关系，首先应当跨过一个理念的门坎，即区分“历史理论”与

“史学理论”。确认史学理论是对历史学的概括和总结，而不是研究客观的社会历史。厘清这种概念

上的区别与联系，大有利于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研究。如 20 世纪 80 年代中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兴

起，即得益于此。这里，需要防止像西方某些史学流派那样割断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关系，批判那

种取消历史理论研究的说法。在当今，史学史研究的可靠成果，应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揭示史

学发展的规律，是史学史学科与史学理论研究共同的任务，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探索，大有学术开

拓、理论创新的广阔前景。
【关键词】 史学理论 史学史 概念 认识论

当前，在历史学科教学与研究的专业分类中，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共同组成一个二级学科。这是

随机拼凑还是反映二者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 值得史学界同仁认真思考。笔者认为:厘清史学理论

与史学史之间的关系，乃是史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的一个既重要、又迫切的问题。

一、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一道理念的门坎

新中国建立后，十分重视历史学的理论问题，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导所有的历史研究工作，因而在

研讨历史理论问题上，主要取向是如何理解与贯彻唯物史观。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历史理论与史学

理论未分畛域，学术界也不太重视史学史学科，因此谈不上思考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间有何种关系。
1961 年，中国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重新得到重视，教育部委任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先生与华东师范

大学吴泽先生，分别主持编写中国古代史学史和中国近代史学史教材。各个学术单位和诸多学者也

热烈地讨论了史学史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学术宗旨等理念问题。但当时，连“史学理论”这个概念

也很少出现，因而仍不会思考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存在什么关系这样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活跃，“史学思想”、“史学理论”这一类词语大量出现于论著之中，但词语的

内涵却是将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想(对于历史学的认识) 混在一起的。同时，在“史学理论”这个概念

的运用上，也是包含着历史理论在内，甚或主要谈论的是历史观念问题。反之，在论述“历史观”、
“历史理论”、“历史哲学”标题下的文章，却罕有将对于历史学的认识囊括其中。这种反差显现出概

念、范畴的含混、不成熟和非标准的状况。
混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个概念，是以混淆“历史”与“史学”为起点，这大部分要归因西方史

学影响中的消极因素。“历史”与“史学”概念上浑沌难分，初因西方语言上的缺陷加之中文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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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臻确切，后又缺乏认真辨析。这一现象早有学者提出批评，如著名法律史专家杨鸿烈指出:“中外

学者们都很随便的把‘历史＇与‘史学＇混为一谈。”①延及现代西方史学的一些流派，则有着故意混淆概

念以授其欺之倾向。如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有“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他阐释所谓“真”历

史，是“历史包容的事实引起历史学家精神的震颤”②，于是“根据我的精神需要重构它们”，惟经过了

“重构”，才能够成为“真历史”，它是与“现在生活的兴趣相联系”③，而且还必须是“思想的生活的兴

趣”④。按照一般的、正常的通行概念，以精神和思想“重构”历史，应当属于一种历史认识或一种历

史撰述，但克罗齐混淆了历史与历史认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其模糊的表述中隐藏着清晰的目的，就

是要挤去历史客观性的存在空间。
上述杨鸿烈的著述虽然提出要分辨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史学，但其论断也落入了误区。他将“历

史”定义为“历史是一种很客观而有系统的、叙述人类在过去所有的行动的记录”⑤，而“史学”则说成

是研究历史的理论及方法⑥。这都应归在历史学的范畴之内，还是没有人类社会之客观史事的位置。
杨鸿烈的论点，是参考了大量西方史家的观点而得出的，可见西方现代主观主义史学思想对中国史

学界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不明明白白地厘清历史与史学二者的区分，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

接受西方一些史学流派的错误观念，导致消解或忽略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性，夸大史家思想认识、
主观意志在历史学上的作用。克罗齐所谓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

是思想史”等偏颇命题，都由此产生。我们史学界不少学者赞许过上述命题，均属于疏离了马克思

主义的认识论原则，忘记了史学乃是对于客观历史的能动反映，忘记了史学不等于历史也不能取

代历史。
在中国古代，早已明确了史学是一种专门的学问。例如，南朝刘宋政权于元嘉年间，“上留意艺

文，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⑦ 与“史学”的概念

相对应，以“事实”一词来表述客观的历史。如西晋的地理学家裴秀批评一些地理书籍“不合事实，

于义无取”⑧;北宋史学家范祖禹批评“后之为史者，务褒贬而忘事实，失其职矣”⑨。此处的“为史

者”指从事史学活动的人，“事实”即史实，这就将史学与客观史事区分开来。因此，按照中国传统概

念体系和思路，本不容易混淆史学与客观历史的区别，但近代从国外引入“历史”的概念，固然可以很

方便地利用于学术表述，却不经意间也造成“历史”中附入了“史学”的意蕴。许多近代的高等学校

纷纷建立了“历史系”，其中就隐含着史学与历史两个概念的含混。只有北京大学定名称为“史学

系”，显示了词语使用得准确和明晰，但由于没有做理论上的申述，其影响十分有限。
在思想认识上，厘清历史与史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在概念上的不同，认清它们在研究对象和

学术属性上的区别，才可能探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间的关系，这是研究者需要迈过的第一道门坎。
缺少这一步，就不能在此项学术理念问题上登堂入室。南开大学教授杨翼骧先生自 20 世纪 5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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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就在中国史学史课程中将“历史观点”与“史学思想”并列而区别之，其论述今存于《中国史学史

手稿存真》一书。① 他在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课程中，仍坚持这个见解并且详细论述，强调历史观

是对于社会历史本身的看法，而史学思想乃是对于史学的认识。当历史观点形成系统，即为历史理

论;“史学思想”之系统化、抽象化，即为史学理论。区分“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在逻辑上必然导致

区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
1986 年底，陈启能先生在《光明日报》率先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

别，认为“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对理论问题的研究虽然相当活跃，但却有一个很大的不足，那就是所讨

论的问题大都属于历史理论的范围，而很少涉及史学理论”②。瞿林东先生对此很快做出响应，更细

致地论述了“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是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领域”。这种区分史学理论与历

史理论的观点，如实地反映了历史学学术的构成及分野，对于二者的研究都十分有益，也能够更好地

探索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之间的关系。从学理上讲清了这个关键的问题，迈过史学理念上的这一道

门坎，后续的研究导向是否得宜，还须特别地加以注意。

二、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后续探讨

厘清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研究对象的不同，对于学术研究具有推进作用，但也可能步入误区。
根据学术界随后的理论探讨取向，大致呈现出四种情况:

第一，史学理论研究开拓了新的探索空间，这是因为历史学科内基本理念的进一步明晰，有助于

对史学理论的认知结构做出更完善的探索，从而集中力量解决学术上最迫切最艰难的问题。典型的

实例就是历史认识论成为理论界、史学界研讨的热点，提出不少具有参考价值或激发论辩的观点，从

正反两方面推进史学理论的研究。许多关注史学理论建设的学者，投入历史认识论的学术研究。
1987 年，在四川举行了专门研讨历史认识论的全国学术研讨会，会上不同学术见解之间进行了热烈

的论辩。③ 此后，史学界对于历史认识论继续争鸣与研讨，各抒己见。除大量论文发表于报章、期刊

之外，还出版了多种专题著述，也推动了各个大学“史学概论”课程的改进与教材的编写，形成一定的

兴盛局面。由于历史认识论是一新开拓的论题，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难以很快取得共识。这是十

分正常的，这表明有关认识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整合。例如关于历史认识主体性的探讨、关于什么是

“历史事实”的讨论，既是开展历史认识论研究所促成的新议题，也蕴含着西方现代史学流派的影响，

颇具理论思维的启发作用。当然会出现一些偏颇议论，但学术界对错讹观点的拨正订讹，也很有成

效。这可以从《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④一书和《对当前历史观念两个问题的分析》、《论历史

事实的概念及其理论误区———关于重建客观史学理论基础的反思》⑤等论文中，略有体验。
第二，历史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这里包含史学理论研究对于历史理论研究的促进作用。例

如关于“历史学是不是科学”的论辩，本身属于史学理论的问题，但无可避免地涉及历史发展规律之

101

①

②

③

④

⑤

杨翼骧:《中国史学史手稿存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8—9 页。
陈启能:《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光明日报》1986 年 12 月 3 日。
参见史岩:《1987 年(第四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综述》，《社会科学研究》1987 年第 6 期。
袁吉富:《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李杰:《对当前历史观念两个问题的分析》，《历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卓立:《论历史事实的概念及其理论误区———关于重建客

观史学理论基础的反思》，《史学月刊》2014 年第 5 期。



史学理论研究 2020 年第 1 期

有无的历史理论。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由于西方现代、后现代主观主义史学流派的影响，学术界产

生了否定历史学能够成为科学的思潮，并且将历史学归入与文学作品类同的人文学科。许多学者对

此种挑战也予以回应，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例如庞卓恒先生在文章中认为，“那

些被认为能够否定历史必然性或历史规律的结论，都不过是出于对唯物史观所说的历史必然性或历

史规律的误解或曲解”，从而指出“唯物史观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学是科学”，①这种历史科学的

品格会不断地升华。刘泽华、乔治忠《论历史研究的抽象性认识》虽然是讨论历史认识论的文章，但

是，在讨论“必然性抽象”之时，文章指出，“历史必然性抽象认识的主要目的，在于认识历史规律。
承认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便会顺理成章地承认历史学是一门成体系的科学;透过大量的历史偶

然性得出对历史规律的抽象性认识，是历史科学的关键性任务”。文章首次提出“对历史必然性的抽

象，必须结合于社会系统及其层次的分析”，较小、较弱的社会系统在“历史上存在着某些必然的发展

趋势被打断、发展程序被改变的现象。”②这些符合唯物史观的观点，都是在史学理论研究中得出，可

见厘清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分，对历史理论的研究也具备很明显的促进作用。
第三，西方现代主观主义的史学也意识到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分，但却用“思辨的”历史哲

学指代历史理论，用“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指代史学理论。这种概念模糊、蹩脚，便于在混淆概

念、迷乱视线中消解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甚至放逐对历史事实、历史规律的研讨，进而取消整个历史

哲学。所谓“历史哲学由思辨向分析的转移”的命题，就是要摈弃对于历史理论的关注。史学界不少

学者盲目信从其中的种种说法，并且接受其蹩脚的词语和概念，因而陷入误区，很值得警惕。厘清历

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区分，决不是割断二者的密切关系，更不能以后者取代前者。历史理论与史学

理论，社会价值观上总是具有一致性，二者都应当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进行研究，这既是基本的原

则也是根本的研究方法。
史学理论研究要防止割断和消解历史理论而走向主观主义、相对主义。措施之一是，在历史认

识论的探讨中，应充分重视抽象性认识的研究，这是历史认识论理念的最高层次和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李杰先生的文章指出:“抽象认识的取消也就意味着规律性认识的取消。”③然而，遗憾的是，

迄今为止，仅仅有笔者与刘泽华先生合写的《论历史研究的抽象性认识》一文发表于 1988 年第 11 期

《红旗》杂志，而且在各种史学论文索引、目录中，也大多皆将之漏略，此为迄今历史认识论研究的较

大缺失。
区分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之后，还需要探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之间的关系，这是第四种研

讨方向，但至今尚未正式开展，亟须引起关注。对此，我们留待下文论述。

三、史学史应是当今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

区分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及学科属性，使深入探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间关系具

备了条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和方法指导下，结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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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间的关系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研究而创立的。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当然也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

为指导原则，而其基础就应当是立足于对历史学长期发展状况的研究。换言之，史学理论的基础，乃

是系统性史学史研究的可靠成果。
史学理论所要概括的对象是所有的史学发展状态，即中国史学史与外国史学史的总和。追溯源

流，世界上不是所有地区、所有民族都会原发性产生历史学;原发性产生历史学，并且能够持续发展

者，只有两支，即中国的传统史学，以及古希腊、古罗马发源的西方史学。“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

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①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拥有最富饶的资源，中国史

学史的研究成就也比其他国家更为深入，史学理论研究决不可对占有世界史学史半边天的中国史学

史熟视无睹。
在中国，系统的史学理论著述出现于史学史学科建立之前。唐代刘知幾的《史通》即为体系完整

的史学理论专著。但《史通》之所以能够撰成，一是刘知幾投身于多次纂修书史的实际活动，二是因

为他多年以来对历代史籍的研读和批评，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因而《史通》全书充满对于史籍批评的

语句，甚至使后人往往将之误会为史学批评著作。这就是说，当时虽然没有正式的中国史学史学科，

但刘知幾本人进行了相当于史学史研究的工作。清朝乾嘉时期的章学诚，同样是在进行纂修方志的

实践以及研究和批评各种史籍的基础上，提出许多史学理论性的创见。时至近现代，史学遗产积累

极其丰富，不能苛求每一位史学理论的研究者都全面地研究史学史，而中国史学史学科、外国史学史

学科也已形成了可观的具体成果与学科体系，史学理论研究自然应当将史学史学科论列的可靠知识

作为总结概括的素材和发论立言的基础，②使史学理论研究的论断不脱离历史学发展进程的实际

状况。
如前所述，西方自古代就缺乏明晰的、有所区别的历史与史学概念。属于史学理论性质的专著

产生得极晚，但散篇论述不乏涌现。古罗马时期学者卢奇安(Loucianos 约 125—约 192)的《论撰史》
一文，即为相当精彩的史学理论论述。文章指出:“历史必须努力尽它的本分———那就是写出真

实———至于美不美，那是无关宏旨的。”③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论述史家撰史必须遵循如实叙述的原

则，反对和讥讽那些随意发挥、大肆夸张、失实的所谓史著。文章反复引述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

芬等著名史家的事例。作者特别推重修昔底德，认为“修昔底德是我们崇高的典范”，④同时也点名

或不点名地批评了许许多多记述失实的史家。由此可见，作者对以往古希腊、古罗马的史学进行过

精细的阅读和研究，其主张绝非无根之谈。
但是，检视西方现代、后现代诸多的史学理论流派，他们或者从某种哲学观念推衍发挥，或是借

助修辞学等手段创建特别术语以及新奇命题，缺乏确切的史事依据，充分展现了主观主义色彩。这

些“史学理论家”绝大多数从未参与过历史研究，对于西方史学史也只是略知皮毛，对于中国史学史

则全然不解，依赖于观念上的推演而构建理论。当然，从哲学上进行的推衍也可能提出一些值得参

考的问题，但整体上势如虚风飘雾，没有根基。加之他们的哲学思想也不正确，故谬说充斥。例如: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历史学自古及今的发展已经将中西历史演化的大骨干、大框架、大事件基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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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 页。
这里所说的“史学史学科”的内容，应当按梁启超所云，包括“最近史学的趋势”。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史学史的

做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97 页。
卢奇安:《论撰史》，载章安祺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 1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1 页。
卢奇安:《论撰史》，载章安祺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 1 卷，第 2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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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明晰，遗留的难题仅占少数，而且是在进一步破解之中。但后现代史学流派却肆口否认历史学研

究已然揭示了的历史真实性，一概用所谓主观“书写”、一时“文本”的概念予以抹杀。这种议论，违

背了一般读史人的常识，罔顾史学史上的事实，十分武断。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也需要建立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不能仅仅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理论来推衍，否则难以解决史学理论上的某些难题。例如，关于历史认识正确与否的检验标准，不少

著述直接套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之唯一标准”原理，但又说不明白，结

果在“社会实践”之外，又补上一两个诸如“史料”、社会“活化石”等检验标准，这就突破了真理检验

标准的“唯一”性，庞杂而自乱阵脚，不能回击西方史学流派所谓历史认识无可检验的诘难。从中国

史学史揭示的史学发展过程考察，自古以来史家群体在史学活动中考订、研讨、论辩，将历史发展主

线、社会构架、诸多大事等多所厘清并且反复做了检验。其中至今还查不清、有争议问题，仍在探索，

随时有成功的结论呈现;即使有难以达成共识的回答，也无伤大体。
据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史学界共同进行的历史学学术实践，是检验历史认识的唯一标准。①

以具体的实践来检验具体的认识，不照搬一般化哲理性“社会实践”的概念，这完全符合马克思

主义的认识论原则。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还具有学术宗旨汇合而一的内在联系。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是史学

史学科的一大研究任务，这使史学史研究提高到理论层次;史学理论的研究任务之一，也要求探索史

学发展的规律。因此，探索史学发展规律，应当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结合在一起的研究过程，由此更

加显示出二者密不可分的关系。史学史是对历来史学发展的写实性、评议性总结，史学理论是对历

来史学发展的高度抽象性的概括，在唯物辩证法的视野中具有天然的联系，史学史研究成为史学理

论研究的基础，二者又有学术宗旨的契合性。将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结合一起的探索，必将会打开学

术研究的新局面，具有史学史探讨和史学理论创新的广阔前景。

( 作者乔治忠，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 邮编: 065000)
( 责任编辑: 廉 敏)

( 责任校对: 杨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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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这个历史认识的检验标准，笔者曾在大学史学概论课程中多次讲述，这里暂不展开，有待撰写专题论文。



SUMMAＲY OF AＲTICLES

historiography is comparable to Ｒenaissance historiography，for historians during both periods shared similar
conception of historical views and historiographical methodology. As Ｒenaissance historiography is the origin
of modern Western historiography，its counterpart Song historiography pioneers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Since Song China predates Ｒenaissance Europe，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Song is
the pre-modern stage when many modern tendencies had already unfolded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prior to
the contact with the West. Furthermore，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uncover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Kinsei in Japanese Historiography / / Yu Le

As a historical term，kinsei appeared in the Edo period in Japan，which originally referred to the recent
era by people of the time. After the Meiji Ｒestoration，kinsei was used to refer to the Edo period，while its
connotation was classified as a stage of the medieval era opposite to the“modernized”Meiji period. After
World War Two，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research，kinsei was regarded as an independent period
apart from the medieval era. Later with the rise of area studies and modernization theory，the connection
between kinsei and the modern era was emphasized，and kinsei was again accepted as a recent era. The
conception of Kinsei has changed，becoming independent and eventually returning to its origin.

New Materials，New Methods，and New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
Case Study of the Harry J. Benda Book Prize / / Shi Xueqin，Wang Han

The Harry J. Benda Prize is 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rize granted by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to recognize outstanding works in the field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including books that represent
the most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s. The Benda Book Prize covers works in the fields such as the colonialist history，social
history，cultural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and it continues to expand to religious history，women's history，
and other specific historical genres. These works reflect the important shifts in the research paradigms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fter World War Ⅱ，and they also stress the indigenous and autonomous nature as
well as the agency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outheast Asia based on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methods，and perspectives. In short，Benda Prize works have greatly contributed to the contemporary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nd practical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ical studies，and scholars
in China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scholarly value.

“The Black Atlantic”: A Survey of Ｒecent Studies on the Ｒole of Africa in Atlantic History / /
Li Pengtao

Atlantic historical studies are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transatlantic connections between Europe，
America，and Africa from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ince the 1990s，African
historians and American historians have criticized the Eurocentric tendency in Atlantic studies，and they
have promoted the notion of“the Black Atlantic”. While stressing the exploitation and violence that
African society had experienced，these historians are fully aware of the significance of African society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Atlantic world. These researchers examine the role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world，the impact of the Atlantic Connections on African society，the origin of African diaspora
culture，and African contributions to American civilization. They stress trans-colonial or transnational
dynamics. This research trend has not only corrected the weakness in research methods of Atlantic studies，
but also widened research scope of African studies and facilitates our understanding of Africa's and the
African continent's contribution to world history.

On 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 /
Qiao Zhizhong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belong to the same secondary subcategory
in the discipline structure. This categorization indicates the clos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we should
first overcome a theoretical challenge， which is how to distinguish “historical theory”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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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ographical theor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is the generalization and
summary of historical works. It is not the objective study of historical reality. It is important to clarify the
nuanced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y. The
movement to further define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for example，paved the way for the rise of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in the 1980s. Yet we need to prevent the total separation between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y，as some Western schools of historiographical studies do，for such misconception
would cause the negation of historical theor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the reliable results of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should form the basis for research in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The legacy 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is extremely copious，and the study on the subject is profound. Both ar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research in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As we believe that the common task for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is to reveal the law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the
effort to combine both approaches has great prospects for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Henri Pirenne and the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 / / Wu Haiyan

Henri Pirenne was a Belgian historian. As his major achievement，he proposed the Mediterranean as a
holistic research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Europe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ide-ranging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It has opened up a new field of vision and
provided a new paradigm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the
Mediterranean，as one of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s of new regional history，has become an academic
hotspot.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by Fernand Braudel is，for
example，a landmark work of studies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irenne
with Braudel and other Mediterranean historians，we can conclude that Pirenne has clearly influenced
Braudel's view on Mediterranean history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emphasis o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the shift away from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and the focus on the long term and structural
analysi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a wide range of space. Driven by the antagonism between Isla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Pirenne separated the Mediterranean. This assertion has further
influenced new studies on Mediterranean history.

Ayodeji Olukoju and His Ｒesearch on Maritime History / / Wang Yan

Ayodeji Olukoju is one of the major figures in the third wave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in Nigeria. He is
also one of the pioneers of Nigerian maritime history. According to him，maritime history studies all human
activ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 sea. In his research，he works on topics such as Nigerian ports，shipping
industry，and comparison of maritime history. Olukoju believes in the relevance of historical studies to social
development，and he adopts long-term perspectives to examine policy decisions. For example，by comparing
Nigerian and Japanese maritime polic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he advocates maritime
nationalism. He argues that Nigerian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state power to facilitate maritime
development. As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ports，he prefers multiple causations to a single explanation. In
his research，Olukoju adopts concepts from a diverse group of geographers and economists，and employs an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

New Developments in Historical Animal Geographies in the West and Lessons for China: A Survey
of the Papers Published b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 / Zhang Bo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have led their studies of historical animal geographies to divergent paths. Through analyzing relevant
articles on historical animal geographies published i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from 2000 to
2018，we can identify three research trends in this discipline in recent year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opics and
methods，the focus on common animals in close contact with human beings，and the attention to animals in
specific small and medium-scale space. The recent development not only fills in the gap of the existing
scholarship but also proposes new ideas to tackle some problems in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In push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it also promotes new ideas to challenge the narrow view of anthropocentrism in
the field. The strength of these studies in the West deserves our attention. As we need to adhere to our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animal geographies in China，we also need to learn from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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